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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

辛 逸　葛 玲

　　 〔摘要 〕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开始后 , 国家应对农产品需求矛盾的制度安排是对农产品实行高度控制

的统购统销。 “大跃进” 后出现粮食严重短缺时 , “左” 倾错误通过统购统销所展示出来的制度刚性 , 是

通过 “统购” 征走了农村的余粮甚至部分口粮;通过 “统销 ” 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粮食供给。 国家在救

助城乡饥荒时所采取的不同对策以及农村干部考核任用的制度性缺陷 ,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村饥

荒。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 , 除自然灾害和 “左” 倾错误之外 , 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 “制度性” 的农村

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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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GrainPolicyonDifferentDegreesofFamineBetween

TheCitiesandtheCountrysideintheYearsfrom 1959 to1961

XinYi　GeLing
Abstract:AfterthelaunchingofindustrializationdriveinNewChina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forthestateto

copewiththegapbetweendemandandsupplyinagriculturalproductswastointroducerigidstatemonopolyforpur-

chaseandmarketingforfarmproduce.Afterthe“GreatLeapForward”, therewasaseriousshortageofgrains, the

relevantstatedepartmentsundertheswayof“Leftist” policypurchasedthesurplusandevenpartofthegrainra-

tionsfromthecountryside, dependingontheinstitutionalforceofstatemonopolyforpurchaseandmarketing, and

thenmarketedthegraininthecitiestoguaranteethebasicgrainsupplyfortheurbanresidents.Thedifferentpoli-

ciesofthestateforrelievingfamineinthecitiesandinthecountrysideandtheinstitutionalshortcomingsinthe

check-upandappointmentofruralcadresalsoaggravatedthefamineinthecountryside.Thefaminefrom 1959 to

1961 inChinathatwascausedbythenaturaldisasterand“Leftist” mistakesmightbeconsidered, toadegree, as

an“institutionalist” ruralfamine.

　　目前 , 学界对三年困难时期饥荒的研究大都

集中在饥荒成因及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量上①。

这些研究往往将农村与城镇放在同等意义上来考

量饥荒的影响。事实上 , 饥荒时期城乡人口死亡

数和死亡率都存在很大差异 。 1958年至 1960年

城市人口死亡率由 9.22‰上升至 13.77‰, 三年

时间仅上升 4.55个千分点 , 增幅为 49.35%;而

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则由 12.50‰上升至

28.58‰, 上升近 16.08个千分点 , 增幅高达

128.64%。② 饥荒在城乡之间所表现的巨大差异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 。美国学者彭尼 ·凯恩 1993

年就指出了饥荒对城乡人口死亡率的不同影响③。

林毅夫和杨涛也指出: “在中央计划下 , 中国有

一个有效的偏向城市的食物配给体系 , 因此城市

居民得到定量粮食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相反 ,

强制性的粮食征购定额被强加在农民头上。结

果 , 农民只对剩余粮食享有权利。在收成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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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头 , 当农民上缴完定额之后 , 留给他们的粮食

根本不够吃。”① 李若建认为 , 饥荒在农村较为普

遍 , 各年龄段人群都有死亡;但城市中死亡者多

为年高体弱者 , 这主要是由于供应短缺引起的营

养不良所致 , 体质较强的人一般不会面临死亡威

胁 。② 上述研究虽然强调了饥荒在城乡的不同后

果 , 但并未对造成城乡饥荒差异的原因进行更深

入的分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认为 , “ 大̀跃进 ' 和 反̀右倾 ' 的错误 , 加上当

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

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与饥荒的主要原

因 。③ 对此 , 笔者深以为然 。而且有的学者对此

已经作了很多有意义的诠释。④ 本文不仅无意全

面研讨饥荒的成因 , 也无力全面分析城乡饥荒程

度不同的原因 , 旨在探讨在统购统销制度安排下

的城乡粮食政策偏向及其在高征购 、 饥荒救助中

的作用与影响。笔者认为 , 造成农村饥荒比城镇

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在城乡间推行了不同

的粮食政策 。在这一粮食体制下 , 农村因高征购

和缺少必要的粮食保障 , 出现了饥荒;而城镇却

基本无缺粮之虞 , 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饥荒 。正

是在此意义上 , 笔者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 ,

除自然灾害和 “左 ” 倾错误之外 , 在某种程度上

还可视为是一场 “制度性 ” 的农村饥荒。

一

新中国伊始 ,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开展 ,

一方面 , 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 粮食需求量大

增;另一方面 , 由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

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 , 造成粮食征收困难 。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53年

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 、有步骤地实行粮食

的计划收购 (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 (简称统

销)”⑤。 1957年 , 国务院又对统购统销作出补充

规定: “农业社分配粮食 , 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先

后顺序:第一 , 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 、

收购任务 (包括增产社的增购任务);第二 , 留

下农业社生产必需的种子和饲料 , 分给全体社员

基本口粮和必要的饲料;第三 , 在解决了上述两

项问题以后 , 才可以适当照顾劳动强出工多的社

员 , 或者用来发展副业和多养牲畜。”⑥ 上述规定

彰显了统购统销的制度刚性与特征:一是强制统

购农村粮食。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 是农业合作社

(包括后来的人民公社)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农业社只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才能得到口粮

和种子。二是保障城市粮食统销 。⑦ 对城市居民

有保障地低价供应粮食 , 是当时国家工业化建设

低成本运行的重要举措 。

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

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制 , 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

的自由处置权;同时 , 国家还运用行政 、 司法等

手段保障统购任务的完成。首先 , 粮食统购由对

余粮的征购逐步到禁止乡村的粮食交易 , 国家完

全掌控农村粮食。 1953年 11月 , 政务院命令: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 、 收

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

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 , 可以

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 , 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

门或合作社 , 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

易 , 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

易。”⑧ 1955年 4月 , 《粮食部关于加强国家粮食

市场工作的指示 》 规定: “统购正式结束以后 ,

对在市场出卖粮食或调换粮种的农民 , 应不加任

何限制;不必要的查问登记 , 必须一律取消 。”⑨

可见 , 国家在实施统购统销之初还是倾向保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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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的。但两年后 , 国家开始

强化对征购粮之外农村余粮的控制 。 1957年 , 国

务院规定: “凡属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 ,

如粮食 、油料 、棉花 , 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 , 全

部由国家计划收购 。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完成以

后 , 农民自己留用的部分 , 如果要出卖的时候 ,

不准在市场上出售 , 必须卖给国家的收购商

店 。”① 至此 , 农民已经丧失对余粮的处置权 , 农

村粮食完全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

其次 , 国家统购粮食的品种由最初的谷物逐

步扩大至几乎所有的粮食品种。在统购统销实施

之初 , 小杂粮并不在国家统购之列。 1953年关于

统购统销的命令规定: “各种小杂粮 (当地非主

食杂粮), 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 在国家

尚未实行统一经营以前 , 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

理下 , 暂准私营粮商经营 。”② 而 1955年的统购

统销暂行办法规定: “统购的粮食品种 , 一般应

以谷物和黄豆为主 , 也可收购一部分小杂粮 。在

薯类折粮计产的地区 , 可以根据供应需要和保管

条件 , 酌购一部分薯类。”③ 国家统购的粮食品种

已由谷物扩大到了豆类 、 小杂粮和薯类 。在 1957

年的夏粮征购中 , 统购的品种又扩大到了元麦 、

大麦 、 蚕豆 、豌豆 、早稻等 。④

最后 , 国家运用行政 、 司法等手段保证了对

农村粮食的统购 。关于统购统销的命令就规定:

“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 、收

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 ”,

“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 , 应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⑤ 统

购统销政策推行后 , 各地出现了大量所谓的破坏

统购统销罪 。安徽省凤阳县法院 《1955年司法工

作总结 》 指出:“在 7、 8月间粮食收购工作和午

季征收农业税工作中 , 我们以全力以赴的精神 ,

主动及时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 保障了

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计受理这两类案件 68起 ,

占第三季度收案总数 23.6%。逮捕了 38人 (其

中反革命分子 2人 , 地主 2人 , 富农 28人 , 中农

6人)。” 该县农民许庭献 “在 1955年夏季粮食

统购工作中 , 经乡政府摸底评定该户售余粮 1661

斤 , 经法院算细账后应售余粮 703斤 , 已售 130

斤 。自称已无余粮 , 我院未查对清楚是否有余

粮 , 即认定拒售余粮 , 判刑一年 (后改判免予刑

事处分)”⑥。尽管该案后被改判 , 但因拒售余粮

即可获罪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统购统销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力保障城镇粮食

供应和工业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其一 , 保障城镇

居民低水平的粮食需求 。关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命

令规定: “在城市 , 对机关 、团体 、 学校 、 企业

等的人员 , 可通过其组织 , 进行供应;对一般市

民 , 可发给购粮证 , 凭证购买 , 或暂凭户口簿购

买。”⑦ 1955年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

规定: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 、 年龄大小及不

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 , 分别确定市镇居民的具

体供应等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 , 凭市镇居民粮

食供应证计划供销粮食。⑧ 这些制度性规定 , 保

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粮食需求 。其二 , 保障工业

化建设资金的需求。国家推行统购统销的主要目

的是从农业提取工业所需资金。此体制推行后 ,

国家一直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 , 同时以高

价向农村出售工业产品 , 从而从农业中取得了大

量的建设资金 ,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业 、城镇建

设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统计 , 到 20世纪 70年代

末 , 仅仅通过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 ” , 国家就从

中获得了 6000亿元 。⑨ 而这些均是以统购统销体

制为主要制度载体实现的。

国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体制的有效运行 , 还

相继推行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变革 , 即户籍制度和

农业集体化。虽不能说这些制度变革完全是统购

统销的结果 , 但是它们的出台确实强化 、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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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体制的运行。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城乡

人口的流动 , 使城市人口的数量始终处于可操控

的范围之内 , 使对城镇的粮食统销得以实行;乡

村的农业集体化 , 使国家征购粮食的对象由 1.2

亿户个体农民减少为约 70万个高级农业合作社 ,

大大降低了粮食征购成本 , 保证了粮食征购的顺

利进行 。

二

在以往的饥荒研究中 , 人们大都认识到 , 除了

自然灾害的因素外 , 人为因素对饥荒的形成也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笔者认为 , 虽然人为因素对饥

荒形成有很大影响 , 但它仍然需要通过某种制度来

实现 , 因此有必要探讨三年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制

度性因素。虽然统购统销并不必然导致对粮食的高

征购 , 高征购的出现有着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原因;

但也难以否认 , 高征购是通过统购统销体制实行的。

因此 , 统购统销 、高征购和饥荒之间有着难以隔断

的关联。

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 , 经历一个由固定征

购数量到逐步突破征购限制的演变过程 。统购统

销体制出台初期 , 国家对农村的粮食征购不算太

重 , 平均占总产量的 25%左右 。 1955年国家将统

购统销制度化 , 实行粮食 “三定 ”, 即定产 、定

购 、定销;而且保证 “1955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

粮食交售任务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自 1955年起 ,

三年不变 , 增产不增购 ”①。 1957年国务院却将

“三年增产不增购 ” 改为增产了可增购:“农业社

和单干户生产的粮食 , 超过粮食 `三定 ' 定产数

量的部分 , 国家对于余粮的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

干户 , 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于缺粮的农业社

和单干户 , 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国家增购的数

量 , 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 40%, 在特殊情况下 ,

应该多增购一些。”② 这就突破了 “三定 ” 政策 ,

为随意增购粮食提供了政策依据 。 1958年国务院

又进一步规定: “粮食丰收的省 、 自治区 、直辖

市 , 应该适当地增加统购数量 , 减少统销数量 ,

实行以丰补歉。增加统购的数量和办法 , 由地方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③ 这又赋予地方增购粮

食的权力 , “三定 ” 政策名存实亡。

随着 “大跃进 ” 的推进 , 粮食高产 “卫星 ”

遍地开花 , 各地普遍虚报粮食产量 , 再加上中央

决策层的盲目乐观 , ④ 随后发生的高征购很难避

免;而且 , 1959年后随着粮食减产和饥荒的蔓

延 , 粮食的征购率却不减反增 , 乡村饥荒的发生

也难以避免 。 1958年至 1960年 , 每年的征购量

都在 1000亿斤以上 , 1958年的粮食征购量占总

产量的比重是 29.4%;而 1959年和 1960年这一

比重却分别高达 39.7%和 35.6%。⑤ 1960年国务

院财贸办公室 《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

纲 》 称:1958年 、 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

200亿斤左右 。在 1959年至 1961年期间 , 年平

均粮食产量比 1957年减少 827.6亿斤 , 而平均每

年征购的粮食则比 1957年多出 95.8亿斤。粮食

征购折合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 34.4%。⑥

某些地方的高征购更加触目惊心 。安徽省凤

阳县 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 10960万斤 , 仅够全

县口粮 , 却被征购了 5974万斤 , 征购率高达 54%。

结果从秋收结束到 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 , 农村没

有供应口粮 , 造成人口的非正常死亡。⑦ “大跃

进 ” 期间放出亩产 13万斤全国最大水稻 “卫星 ”

的广西环江县 ,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

产量指标是 9.6亿斤 , 比 1958年的 3.3亿斤翻了

两番 , 征购任务是原粮 1亿斤。而当年该县实际

产粮仅为 0.828亿斤 。征购指标超过了实际产

量。后来征购任务调整为 0.385亿斤贸易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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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成征购任务 , 环江县委将群众的口粮和饲料

粮都上缴国库。结果在 1959年至 1960年间 , 环

江县人口减少了 4万多 , 约占当时人口的 1 /4。①

高征购与粮食减产造成了粮食供应的全面紧

张 , 此时在统购统销体制下的城乡粮食分配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水平虽略有

下降 , 但有基本保障 , 城镇因 “统销 ” 而避免了

饥荒;而广大乡村却因自然灾害 、 “左 ” 倾错误 、

高征购和没有及时得到返销粮等原因出现严重的

粮食短缺 , 农村一定程度上因 “统购 ” 而出现

饥荒 。

1958年至 1963年粮食产量 、 征购比率与人均占有粮食量

年度
产量

(百万吨)

净征购

比率(%)

农村人均占有

粮食(公斤)

城市人均占有

粮食(公斤)

1958— 1959 200 13.6 311 228

1959— 1960 170 28 223 380

1960— 1961 143.5 28 191 308

1961— 1962 147.5 17.5 225 274

1962— 1963 160 16.1 234 296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 《中国的大饥荒 》,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 1993年 , 第 92页。

上表显示 , 饥荒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 对

农村粮食的征购率最高;同期 , 城乡人均占有粮

食相差也最大 , 分别高达 157公斤和 117公斤。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 城镇居民得到了每年人均

300公斤以上的粮食供应 , 基本避免了饥荒;而

乡村在 1959年至 1963年长达 5年的时间内 , 每

年人均占有粮食在 191公斤至 234公斤之间 , 低

于人均最低需求水平 。所以 , 三年困难时期的饥

荒实际上是农村的饥荒 ,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

种由 “左 ” 倾错误造成的 “制度性 ” 饥荒。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 , 造成了城镇对

粮食及农副产品需求的急剧增加;在农业产量不

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 , 面对农产品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制度安排 , 中共中央选择了

对农产品实行高度控制的统购统销。这一制度选

择是被迫的也是难以替代的。 50年代后期的 “大

跃进 ” 催生出普遍的农产量的高产浮夸 , 在粮食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错误判断下 , 突破统购统销

原来规定的 “三定 ” , 实施对农村粮食的高征购

在所难免。当浮夸泡沫散尽后出现粮食严重短缺

时 , 伴随着 “以高指标 、 瞎指挥 、 浮夸风和 `共

产风 ' 为主要标志的 `左 '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

来 ” 的② , 是统购统销所展示出来的制度强制力 ,

就是通过 “统销 ” 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口粮;通

过 “统购 ” 征走了农村的全部余粮甚至部分口

粮。一场 “制度性 ” 的农村饥荒难以避免。

三

国家发现农村灾荒之后 , 也积极采取了应对

农村饥荒的措施;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 在饥荒

发生初期 , 由于国家对农村灾情严重性估计不

足 , 在救助城乡饥荒时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对策 ,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村饥荒 。另外 , 当时农村干

部考核任用制度的缺陷等其他制度性因素 , 也不

利于饥荒的减缓与救助 。

在统购统销体制下 , 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得

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当饥荒降临之际 , 国家又

通过统购统销 , 实行了降低农村口粮标准而力保

城镇粮食供应的粮食政策。 1955年的 《市镇粮食

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 根据劳动强度和年龄大小 ,

将城镇居民分为 9等定量供应口粮。③ 这就使城

镇居民的粮食需求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在饥

荒严重的 1960年 , 中央在关于压低城乡口粮标准

的指示中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 , 具体

要求是: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人均原粮 360斤;

淮河以北人均原粮 300斤左右;东北可以稍高;

各省的重灾区应压低至人均 300斤以下 。与此相

对照 , 该指示仅将城市每月人均粮食标准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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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3)轻体力劳动者 , 29～ 39斤;(4)机关 、 团体

工作人员 、 公私营企业职员 、 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 ,

27 ～ 32斤;(5)大 、 中学生 , 29～ 36斤;(6)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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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斤①。显然 , 这使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在经济最

困难时期不仅有了保障 , 而且其供应标准也高于

农村。结果正如前文介绍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饥

荒在农村较为普遍 , 各年龄段人群都有死亡;但

城市中死亡者多为年高体弱者 , 这主要是由于供

应短缺引起的营养不良所致 , 体质较强的人一般

不会面临死亡之威胁。为了保证城镇的粮食供

应 , 1960年 8月中共中央规定:“大中城市经常

保持三个月 , 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周转库存。”② 一

些地方甚至成立专门机构以保障城镇的粮食供

应 。 “到了 1960年下半年 , 城市的粮食供应已日

趋紧张 , 江苏省各个城市为此专门成立了粮食办

公室 , 检查城镇口粮供应情况。”③ 这些在农村没

有实施的措施 , 有力地保障了城镇的粮食供给 。

在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中 , 统销的主要保障

对象是城镇 , 农村则居于次要的地位;当饥荒来

临时 , 国家对农村饥荒显然缺乏有效的救助机

制 , 更多的则是寄希望于农村的自救。在灾荒来

临前的 1958年 , 国务院一方面要求减少对农村的

返销粮 , 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自己解决农村灾荒。

“农村中 , 因为粮食逐年增产 , 缺粮户逐年减少 ,

粮食的销售数量应当逐年减少 ”; “粮食歉收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由于今后地方有了一定的

机动粮食 , 一般灾荒即由地方自行设法解决;较

大的灾荒 , 中央可以酌情调整差额 (即征购数和

销售数相抵以后的差额)。”④ 显然 , 在国家看来 ,

农村粮食已基本自足 , 一般灾荒地方政府可以应

对 。对于随后而至的严重饥荒 , 1959年 7月 18

日的 《人民日报 》 社论 , 提出了应对办法:“ 生̀

产自救 ' 是战胜灾难的基本方针。受灾地区提出

`夏季丢 、 秋季找 , 早秋丢 、 晚秋找 , 粮食丢 、

蔬菜找 , 农业丢 、副业找 , ' 这是个很好的口号 ,

相信灾区在党的领导关怀下一定能够战胜灾难 ,

我们的口号是: 把̀灾荒消灭在秋后或今冬 ' 。”

直到灾荒更严重的 1961年 , 仍然要求:“产粮地

区的缺粮大队 , 国家一般不再供应粮食 , 可以由

大队与大队 , 也可以由公社与公社采用余缺调剂

的办法来解决。”⑤ 应该承认 , 对于农村饥荒 , 国

家及各级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救助措

施 , 但这些救助措施却不够及时 , 提供的返销粮

也不足以克服粮食危机。

“大跃进 ” 时期 , 许多农村干部在强大的政

治压力下曲意逢迎上级旨意 , 或高估多报粮食产

量 , 造成严重不可逆的高征购;或隐瞒灾情 , 不

及时采取救助措施 , 使饥荒扩大蔓延 , 这些都加

重了农村灾情 , 上述种种除表现了某些干部的人

格缺陷外 , 也暴露了当时干部考核任用制度方面

的某些缺陷。 1958年秋后浮夸风蔓延 , 高估多报

产量成为衡量各级干部政治是否合格的重要标

准。河南一个县委书记在发言稿中写道: “不虚

报 , 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 , 就不能促

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 , 就于群众脸上无

光。”⑥ 山东省巨野县 , 县 、 社干部有三大法宝:

一是限期 , 二是报捷 , 三是 “放卫星 ” 。方法是

压 、 批 、 辩 、 拔 , 即:硬压任务 , 不通就批 , 大

会辩论 , 完不成就拔 。⑦ 广西环江县委书记为了

掩盖饿死人的真相 , 对邮电局长下令: “凡是写

给上级党委的信 , 全部扣留 , 送交县委审查 。”⑧

地处皖西北的临泉县 , “在搞粮食工作时 , 强迫

命令更多 , 如在电话会上讲粮食任务完不成要考

虑职务问题。这样无形中就犯了强迫命令错误 ,

逼的下边卖了种子和过头粮 ”⑨。河南信阳地区在

饥荒发生后 , 在各主要路口设卡布哨 , 追捕逃荒

农民 , 竭力掩盖饥荒真相。

统购统销与户籍制度相辅相成 , 将没有城镇

户口的农民挡在了城镇粮食计划供应的体制之

外 , 确保了城镇的粮食供应 , 使这场饥荒成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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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农村饥荒 。 1959年 2月 , 中共中央承认:

“最近两三个月来 , 农民盲目流动 (主要是流入

城市)的现象相当严重 。根据河北 、 山东 、 河

南 、山西 、辽宁 、吉林 、 安徽 、 浙江 、 湖北 、湖

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 , 外流农民约有 300万人。”

同时要求:其一 , 各企业 、 事业 、 机关一律不得

再招用流入城市的农民;已经使用的 , 除确实不

能离开者 , 一律遣送回乡 。其二 , 在农民盲目外

流严重的地区必要时应在交通要道派人进行劝

阻 。对已经流入城市 、 工矿区而尚未找到工作的

农民 , 当地党政机关应组织临时工作机构负责收

容和说服动员 , 尽速遣返原籍;并强调: “必须

严格执行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 , 没

有迁移证件不准报户口 , 没有户口不供应粮

食 。”①那些唯恐饥荒情况外泄的地方官 , 依恃中

央文件 , 把守交通要道 , 禁止农民外出 “盲流 ”。

譬如环江县对外逃人员追捕回来后 , 集中关押进

行 “教育 ”。在关押之中 , 连闷带挤 , 死去 44

人 。在追捕过程中 , 水源公社书记宣布: “外逃

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 , 就打死算了 。”②另外 ,

户籍制度把逃荒农民挡在了城镇粮食供应的体系

之外 , 确保了城镇粮食供给制度的运行 。在统购

统销和户籍制度双重挤压下 , 那些走头无路进城

逃荒的农民 , 同样命途多舛。

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 , 农村比城市严重的原

因是复杂而多样的。 “以高指标 、 瞎指挥 、 浮夸

风和 共̀产风 '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 通过

统购统销这一制度载体加重了农村的饥荒;同时

也不可否认 , 以高度控制粮食购销为特征的统购

统销制度 , 以其能够调控 、 调运全国粮食和迅速

而大规模地展开救荒 , 在救助直至终止饥荒方面

也曾起到无以替代的作用。不能因乡村饥荒而完

全忽略统购统销的积极意义 。有理由相信 , 统购

统销出台的初衷绝非要将乡村推向饥荒的境地;

但在 “左 ” 倾错误的推动和干扰下 , 在三年困难

时期 , 以统购统销为核心的一系列粮食政策的绩

效与作用 , 却与这一政策的初衷相悖 , 它虽基本

保证了城镇的粮食供应 , 但同时却加重了农村的

饥荒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是

一种带有制度性的农村饥荒 。

(本文作者　　辛逸 ,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

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2;葛玲 , 广东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历史研究所助教　广州　510090)

(责任编辑　　占善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第 12

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6年 , 第 28～ 29页。

②　王定:《狂热及其灾难 》 , 《南方周末 》 , 1998年 10月 9

日第 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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